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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于政府规制对职业安全作用机制的问题,以建筑业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问

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政府规制能力对企业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影响,并重点检验了事故

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制能力对企业安全法规执

行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事故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对企业安全法规执行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

响;事故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在政府规制能力对企业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正向影响中同时起完

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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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governmentregulationonthe
enforcementofcorporatesafetyregulationsthroughtheempiricalresearchmethod
ofquestionnairebycollectingdataonconstructionindustrymigrantworkers,and
focusesonthemediatingeffectofthedegreeofaccidentaccountabilityandthe
degreeofaccountabilityimplement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government
regulatorycapacity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implementationof
corporatesafetyregulations.Thedegreeofaccidentaccountabilityandthedegree
ofaccountabilityimplementationhave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thedegreeof
corporatesafetyregulationsimplementation.Thedegreeofaccident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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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安全是指人们进行生产过程中没有人员

伤亡、职业病、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发生的状态,
是一种带有特定含义和范畴的“安全”[1]。2.6亿

农民工涌入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要生命,还是饭



碗”的艰难抉择[2]。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职业安

全与健康监管的难度和复杂性。因此,如何系统

地提高我国职业安全管理水平,是党和政府、企
业、工人、学术界及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外虽有相关研究,但一方面,我国农民工职

业安全问题到底是遵循先行发达国家的已有路

径,还是有自身的独特方式,这一问题尚不清晰;
另一方面,国内有关职业安全高水平、系统性研究

仍较为缺乏。尤其是当前阶段,我国对工作场所

职业安全的治理仍主要停留在政府规制阶段,政
府的规制能力究竟是否能够提升劳动者的职业安

全水平,学界仍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因此,本研

究对政府规制能力与职业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

证分析,以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的纯理论

和经验性研究提出补充性论证。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国外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及监管模式经历了

“详述性”立法、“命令与控制”模式向“概括性”立
法与“合作监管”模式的转变[3]。赵炜认为,政府

对企业管制不足是造成工作场所职业安全事故频

发的直接原因之一[4]。因此需要政府在改善和加

强劳动者职业安全方面有更多的作为,发挥更为

有益的作用。从政府职能及监管控制角度来讨

论,政府应当加强立法与监管,改善劳动者职业安

全的外部环境,减少职业危害。这些观点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相关方面对我国农民工群体职

业安全问题的关注,也为这一问题的解释提供了

相关思路。
当前国内学者探讨政府对职业安全、对农民

工安全生产的权利的研究才刚起步,缺乏对二者

关系的实证性检验。而且,当这种影响确实存在

时,又如何提高政府的规制能力? 这些探索无疑

将有助于从社会层面上探索劳动者职业安全的可

能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因此,本研

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当前我国政府规制能力

对职业安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问题,拟对我国

提升职业安全水平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1.政府规制能力对职业安全的影响

当前对政府规制的研究,主要观点为政府规

制的失灵是引发劳动者职业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

原因。我国对职业安全中政府规制的系统性研究

起步较晚,Su(2003)[5]在研究中系统回顾了我国

当时职业和工伤的统计数据,以及中国职业健康

和安全立法的历史,详细全面地介绍了我国职业

健康和安全相关立法,并详细说明了雇主、政府机

构、工会和雇员的具体责任。然而,这些研究基本

上并未考虑政府的规制能力究竟是如何对职业安

全起作用的。事实上,政府规制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直接监督、检查企业对职

业安全相关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促使企业重视

劳动者的职业安全问题;但由于政府的监管常常

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与不同的针对性,因此通常时

期,政府的规制能力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制定相

应的违规处罚与事故惩罚措施来彰显其威慑力。
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本研究的定义中,政府规制

能力是指政府对劳动者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总体管

制与保障程度;安全法规执行程度是指职业安全

法规的覆盖程度及被各行业执行的总体程度。
笔者认为,政府的规制能力对劳动者职业安

全的影响直接涉及到企业对职业安全相关法规的

遵守和执行程度,进而影响职业安全。相关研究

也或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表 明 这 一 观 点,Boden
(1985)[6]通过对美国1973—1975年煤矿事故的

统计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明显降低了安全事故的

发生率。任芹(2016)[7]较系统地研究了政府在职

业安全卫生劳资关系中的作用,认为政府通过保

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协调劳资关系,可以有效改

善职业安全卫生状况。Lanoie(2010)[8]也对政府

介入职业安全持较为肯定的态度。明显地,地方

政府的规制能力越强,政府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的

约束及规范就越强,对行业尤其是企业的监督与

管制力度就越大,则越有利于企业重视职业安全

相关法规的执行①。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地方政府的规制能力对职业安全法规的执行程度

起显著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的规制能力越强,
企业对相关职业安全法规的执行度就越高。

2.事故问责机制对职业安全的影响

事故问责机制是指问责主体对其管辖范围内

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
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事故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

制度。一般而言,政府规制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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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使研究目标更为集中和精确,本研究将职业安全限定为企业对职业安全相关法规的执行情况。



方面:一是政府通过行政权力进行相关立法以约

束相关企业主体的行为;二是通过对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处罚以达到减少这类行为再次发生的频率

及程度[910]。实际的市场主体中,出于机会成本

与经济成本的双重考虑,相关法规对企业行为的

直接警戒性是非常有限的,企业对某类法规的遵

守和执行程度更多地来源于违规后果给企业带来

的“痛感”[11]。政策法规的相关约束往往意味着

企业在相关资源上需要更多的投入,这直接或间

接增加企业额外的经营成本,因此企业通常是在

经营成本与违规成本之间进行比较,当违规所带

来的成本小于遵守法规而增加的经营成本时(即
违规的门槛过低),政府对企业的规制效果将大打

折扣。当政府对相关行业或企业的规制较强,立
法上对企业违规的处罚较高时,这种高处罚是对

违规企业的一种警示,迫使企业吸取教训改进品

质。对于职业安全这一具体方面而言,因为涉及

到劳动者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基本层面,政府通常

对企业安全事故的处罚力度很大,考虑到企业安

全事故之后处罚所带来的一系列经营成本,往往

能够约束企业规范经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根据本研究的定义,事故问责机制

还包括对相关企业安全事故问责的执行程度。问

责的力度往往表明企业出现安全事故之后的赔偿

及处罚程度,但这往往仅是政策的规定,其落实程

度对企业的安全行为才能起到直接有效的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事故问责力度对

职业安全法规的执行程度起显著正向影响,即安

全事故的问责力度越大,企业对相关职业安全法

规的执行度就越高。

H2b:事故问责落实度对职业安全法规的执

行程度起显著正向影响,即对安全事故的问责执

行得越好,企业对相关职业安全法规的执行度就

越高。

3.事故问责机制在政府规制能力与职业安

全之间的中介作用

安全法规对职业安全的抑制效应基本得到现

有研究的确认,但法规是如何起作用的,则甚少有

研究予以关注。Shi(2009)[12]对中国煤炭行业安

全事故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安全法规

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异步效应,但安全规范可以减

少灾难性事故发生的频率,进而提升职业安全整

体水平。Bertelli(2008)[13]讨论了对职业安全进

行政府管制的利弊,也认为政府管制常常是通过

中立的官僚主义对利益各方妥协之后才产生作用

的,即政府管制对职业安全的作用受到官僚主义

的制约。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的

规制对职业安全的作用实际可能是通过其他因素

而发生的。
本文前述分析则表明,政府的规制能力主要

通过两方面因素的作用来约束企业对职业安全相

关法规的执行程度,一是事故的问责力度,即政府

利用行政权力加大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职业安全

事故的处罚力度,进而提高员工的职业安全;二是

政府严格敦促监督企业切实落实对职业安全事故

的执行,从而提高员工的职业安全。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事故问责力度在

政府规制能力与职业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即政府规制能力对安全法规执行程

度的正向影响是通过加大事故问责力度实现的。
假设H3b:事故问责落实度在政府规制能力

与职业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即政府规制能力对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正向影响

亦需通过事故问责执行度起作用。
综上,本研究提出研究模型见图1:

图1 研究模型

二、研究设计

1.样本收集

为尽可能获取相对较多的样本量,同时出于

抽样便利性的考量,笔者采用员工自填问卷的方

式进行正式调查。鉴于本研究主题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便成为本研究的关键

问题之一。考虑到职业安全的相关问题具有强烈

的行业差异,对低风险行业而言,职业安全问题几

乎没有大多实际意义;但对于中高危行业而言,职
业安全则密切关系到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

全问题,意义十分重大。鉴于此,再结合农民工流

动性与地域性因素,以及数据获取的可得性等多

方面因素,研究小组一开始选择了吉林省建筑行

业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但正式调查之前经过多方

小组座谈和专家论证,一致认为关于社会层面与

政府方面相关的问题,普通基层农民工并非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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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因为对这一层面相关信息更加了解的应为

工地或企业管理人员,因此最终的调查对象确定

为建筑行业工地/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
研究小组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先后多次赴吉林

省长春市多个建筑工地,考虑到该行业从业人员

文化水平可能不高,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均

在调查现场对问卷填答进行仔细指导与控制,所
有问卷的发放、填答、回收及封装均现场进行。现

场发放调查问卷173份,回收167份,剔除掉缺失

值过多、填写质量明显很低的问卷17份,最终得

到有效问卷15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7%。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为:在性别上,男性

102人(68%),女性48人(32%);在年龄分布上,

25岁以下为16人(10.7%),26~35岁118人

(78.7%),36~45岁14人(9.3%),46岁及以上

2人 (1.3%);在 籍 贯 方 面,本 省 人 员 114 人

(76%),外省36人(24%);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

82人(54.7%),已婚68人(45.3%);在户口类型

上,农村户口88人(58.7%),城 市 户 口46人

(30.7%),未填16人(10.6%);在文化程度上,初
中及 以 下 8 人 (5.3)%,高 中 及 中 专 142 人

(94.7%)。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本研究样本的总体分

布趋势虽非典型的正态分布,但也比较准确地反

映了该行业的真实情况,如建筑业以男性工人为

主(68%),学历层次不高(全部为高中以下学历),
农村 务 工 人 员 为 主(58.7%)、本 省 人 员 为 主

(76%)、中青年人员居多(35岁以下89.4%)等特

征,因此本研究认为该样本比较接近行业真实情

况,适合进行后续的统计分析。

2.变量测量

为使问卷问题准确反映研究的主题和内容,
研究小组在参考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编制

了初始测量问卷,再经过多次的小组座谈与专家

论证,删减不适合的问题并增加遗漏的重要问题,
进而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问卷采用Likert五

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1)政府规制能力。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

我们将政府规制能力设置了四个题目进行衡量,
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为0.766,举例条目如“政府

会时常敦促企业改善安全隐患”。
(2)事故问责机制。笔者将事故问责机制设

置了四 个 测 量 题 目,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信 度 为

0.81,举例条目为“安全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及其

家属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
(3)安全法规执行程度。安全法规执行程度

共有四个测量题目,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也大于

0.735。举例条目为“您所在的企业制定有明确的

安全目标和安全规章制度”。
(4)控制变量。我们以人口统计学特征为控

制变量,性别记为虚拟变量,男为“0”,女为“1”;婚
姻状况未婚为0,已婚为1;家乡为本省计为1,外
省计为0;户口类型农村为0,城市为1;年龄分四

个等级,25岁及以下为1,26~35岁为2,36~45
岁为3,46岁及以上为4;学历分四个等级,初中

及以下为1,高中及中专为2,大专或本科为3,研
究生及以上为4。

三、统计检验及研究结果

1.信效度检验

本文首先将样本作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检验问卷的效度。
首先对150份数据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

子分析之前,我们对全部三个测量变量(人口统计

学变量除外)进行KMO及Bartlett球型检验,以
判断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问
卷的整体 KMO值为0.728(大于0.7),Bartlett
球型检验显著性小于0.001,问卷大于1的初始

特征根有三个,分别为4.422、1.744、1.145,累计

方差解释率为60.92%,这与整个问卷的变量结

构是吻合的,说明问卷整体质量较好,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
对各测量变量分别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显

示,政府规制能力与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 KMO
及Bartlett球型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累积解释

方差均大于50%,因子载荷值也均大于0.5,仅事

故问责机制 KMO值为0.633,虽略小于0.7但

十分接近,且对其进行最大正交旋转后累积解释

方差在70%以上,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且大多

数在0.7以上(见表1),说明各变量的因子结构

较清晰,因素分布较理想。
接着我们对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考

察变量的构念效度。利用AMOS16.0检验每个

变量的判别效度和聚合效度。各变量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Cronbach’sα值)均大于0.7,这说明各变

量的信度良好(见表1)。我们通过每个条目在对

应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值来判断聚合效度,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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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所有载荷值均高于0.5(且多数高于0.6),且
组合信度(CR值)也均大于0.6,因此变量的聚合

效度较高(见表1)。此外,各变量的AVE值均高

于0.5且超出了Φ 矩阵的平方值(见表2),因此

变量的判别效度也较高。

表1 各变量因子分析结果(N=150)

变 量 题项 因子载荷 KMO 特征根 累积解释方差/% Cronbach’sα AVE CR

政府规制
能力

GZ1 0.744
GZ2 0.815
GZ3 0.757
GZ4 0.776

0.707 2.393 59.823 0.766 0.598 0.856

事故问责
机制

WZ1 0.692
WZ2 0.822
WZ3 0.680
WZ4 0.939

0.633 1.740
1.092 70.801 0.735 0.625 0.867

安全法规
执行程度

FG1 0.699
FG2 0.794
FG3 0.852
FG4 0.865

0.747 2.593 64.82 0.81 0.648 0.88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N=150)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政府规制能力 3.91 0.446 (0.875)
2.事故问责力度 3.853 0.628 0.36** (0.939)
3.事故问责落实度 3.742 0.484 0.591** 0.154 (0.734)
4.安全法规执行程度 3.982 0.479 0.333** 0.274** 0.482** (0.805)

注:对角线处括号内为AVE的平方根,***、**、*分别表示在0.001、0.01、0.05水平上显著,下同

  2.假设检验

为验证变量间的研究假设,我们进行了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规制能力与事故问责力度、
事故问责落实度及安全法规执行程度均显著正相

关(r=0.36,p<0.01;r=0.591,p<0.01;r=
0.333,p<0.01);事故问责力度与安全法规执行

程度正相关(r=0.274,p<0.01)、与问责落实度

不相关,说明事故问责力度与落实度是两个相对

独立的变量,并没有较明显的关联性;事故问责落

实度与安全法规执行程度也正相关(r=0.482,

p<0.01)。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的初步预设基本

一致。
为进一步检验事故问责机制的中介作用,我

们采用分层回归法的三步法来检验。第一步检验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和中

介变量的关系,第三步将检验自变量、中介变量及

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看其系数是否显著。
由于模型中存在多个自变量的共同作用,且

它们之间存在适度的相关,因此为检验自变量的

共线性程度,首先需要对每一个模型的自变量进

行共线性诊断。本研究选用的指标为方差膨胀因

子(VIF)与条件指数(CI)进行联合判断,一般地,

VIF的临界值为10,CI的临界值为30[14],当二者

均超出其各自临界值时,表明模型中变量存在一

定程度的共线性。
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模型1~模型3c

中(见表3),各变量均仅在最后一个变量上CI值

略高于30(模型1中文化程度为37.768,模型2
中政府规制能力为49.923,模型3a中事故问责

力度为53.47,模型3b和3c中事故问责落实度

分别为53.502与58.843),但VIF值始终保持在

2以下,这表明各模型虽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

线性,但共线性程度并不特别严重,不会对回归结

果造成严重的影响,可用于接下来数据分析。
表3的多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1检验

的是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安全法规执行程度是否存

在影 响,可 看 到 F 值 显 著 (F=8.645,p<
0.001),说明总体上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口统计学

因素对安全法规执行程度存在影响。模型2则检

验了自变量政府规制能力对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

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

后,政府规制能力对安全法规执行程度有显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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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回归系数β=0.329,p<0.01)。假设 H1 得以验证。

表3 分层回归结果(N=150)

变    量
因变量:安全法规执行程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a 模型3b 模型3c
控制变量 N/A
政府规制能力(自变量) 0.329*** 0.258** 0.137 0.058

事故问责力度(中介变量) 0.173* 0.145*

问责落实度 0.321*** 0.328***

F值 8.645*** 10.634*** 10.169*** 11.982*** 11.739***

R2 0.276 0.355 0.378 0.417 0.443
ΔR2 0.079 0.026 0.039 0.026

  模型3则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应的中

介变量,以检验中介变量对安全法规执行程度是

否有显著影响。由于本研究将事故问责机制这一

变量分为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两个相对独立的

维度(表2已证实二者不相关),为比较两维度对

模型2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将模型3分为三

个子模型予以对比。模型3a是在模型2的基础

上引入问责力度这一中介变量,结果显示,加入事

故问责力度后,政府规制能力对安全法规执行程

度的影响作用减小但仍显著(β=0.173<0.329,

p<0.05),这说明事故问责力度在政府规制能力

与安全法规执行程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

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事故问责力度对安全法规执

行程度的回归系数亦是显著的(β=0.173,p<
0.05),且与模型2相比,模型3a的 R2 增加了

0.023,这说明事故问责力度的中介作用是有意义

的,比政府规制能力作为单一自变量时增加了

2.3%的方差解释量。模型3b则是在模型2的基

础上引入问责落实度这一中介变量,结果显示,加
入事故问责落实度后,政府规制能力对安全法规

执行程度的影响作用变得不显著了(β=0.137,

p>0.05),但同时事故问责落实度对安全法规执

行程度 的 回 归 系 数 十 分 显 著(β=0.321,p<
0.001)。这说明事故问责落实度在政府规制能力

与安全法规执行程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与

模型2相比,模型3b的R2 增加了0.039,这说明

事故问责落实度作为中介变量时,比政府规制能

力作为单一自变量时增加了3.9%的方差解释

量,比事故问责力度作为中介变量增加了1.6%
的方差解释量。仅对模型3b和3a进行比较似乎

表明,事故问责力度与事故问责落实度分别单独

作为中介变量时,后者比前者能解释更多的方差。
假设H2a、H2b、H3a、H3b均得到验证。但需要

注意的是,本研究模型中事故问责力度与事故问

责落实度是作为事故问责机制的两个维度,它们

不是分别单独地发生作用的,而是同时对模型起

作用。因此我们引入模型3c,在模型2的基础上

同时引入事故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这两个中介

变量,结果显示,两变量同时进入模型后,政府规

制能力对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影响作用也变得不

显著了(β=0.058,p>0.05),但同时两变量对安

全法规执行程度的回归系数均十分显著(β=
0.145,p<0.05;β=0.328,p<0.001)。这表明

事故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同时在政府规制能力

与安全法规执行程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与

模型2、模型3a及模型3b相比,模型3c的R2 分

别增加了0.088、0.065和0.026,这说明二者同

时作为中介变量时,比政府规制能力作为单一自

变量时增加了8.8%的方差解释量,比事故问责

力度和问责落实度作为单一中介变量时分别增加

了6.5%和2.6%的方差解释量。四个模型对比

表明,事故问责力度与事故问责落实度同时作为

中介变量时,能够解释最多的方差。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检

验了政府规制能力对企业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影

响,并重点检验了事故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在

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为以下

两点:
第一,本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制能力对企业

安全法规执行程度的主效应是显著正向的,这与

赵炜等[4]有关政府管制失灵造成职业安全问题的

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本研究则实证检验了二者的

关系,弥补了现有文献实证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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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研究还首次创新性地探讨了政府规

制能力对企业安全法规执行程度二者之间作用的

中介机制问题,并识别出了主要的中介变量,丰富

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经验证据:事故问责力度与问

责落实度在政府规制能力对企业安全法规执行程

程度的正向影响中同时起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论也可为提升职业安全提供有益的

启示。
(1)建立健全职业安全政策法规。政府应当

首先通过制定和强化职业安全相关政策法规,来
规范和提升企业对安全法规的执行程度;减少并

完善现有法规漏洞,健全并完善现有职业安全法

规体系,优化现有的职业安全卫生监管模式,使法

规真正做到“立而当用”。
(2)合理强化事故问责力度与问责落实度。

本研究结论显示,仅通过行政立法的方式并不足

以达到提高劳动者职业安全水平的目的。政府必

须着力强化对职业安全的问责力度和落实程度,
才能有效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水平。因此建

议,在必要范围内可参考欧美日等国外较成熟的

职业安全立法,加大对高危型、致死性安全事故的

问责力度,并建立专门的问责监督小组,将问责落

到实处;对事故多发、违规操作的企业实行严肃问

责,并通过将安全生产纳入到地方官员绩效考核

指标等方式,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政府治理职业

安全的决心[15],进而改善职业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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